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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条“娱乐新闻”当真“娱乐”。

先是喜剧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遭到了

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随后，贾玲道歉。

值得玩味的是，原本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批

评贾玲，认为其作品过于恶俗，而贾玲道歉

后，舆论反倒分裂成两派。一派说，花木兰是

文化当中的一个正面符号，不应被娱乐，甚

至丑化；另一派觉得对民间传说进行再创作

未尝不可，将其上纲上线是对艺术的扼杀。

于这个时代来说，无论是痛心疾首还是

口诛笔伐，都如潮起潮落，很快偃旗息鼓。这

个时代的好处是，凡事尽可游戏化，看个热

闹，便作鸟兽散。不过于笔者而言，却感觉自

己如同被人当头泼了一桶狗血，纵是洗干净

了，心里仍有个疙瘩。何况，笔者实难以认同

所谓“上纲上线”的评价，忍不住要说说。

要说木兰，那真是挺冤的。

据史料记载，木兰在我国历史上确有其

人。不过，其生平的确是扑朔迷离，从北魏时

期到唐朝、明朝、清朝，不少时代都出现过歌

颂木兰替父从军的记载和文学作品，而且一

会儿姓朱，一会儿姓魏，还有姓任、姓韩之

说。堂堂一位巾帼英雄，连姓都传乱了，也难

怪会被今人当成民间传说。

有了这个前提，前文的纷争也就不难理

解了。若将其当作一个严肃的文化符号，即

便是喜剧演员要进行创作，怕是也会好好掂

量一下分寸。换言之，怎样看待木兰，最终决

定了我们对贾玲事件的判断。

木兰究竟怎样，是历史；我们怎样看待

木兰，就是历史观。

史观一说，一直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

的史观讲究去伪存真，追求细节的真实，从

微观层面还原历史。而广义的史观，则要从

宏观上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历史共

识，简化后便是所谓的“文化符号”。二者各

有侧重，且功能不同。但后者对于我们普通

人来说，显然更有意义。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杨贵妃的历史符

号就是美女：“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

颜色”。因为她姿色过人，才有“三千宠爱于

一身”；才有玄宗皇帝不问政事纵情声色，以

致军政大权旁落；才有安禄山拜其为母，却

和“母”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后来安史

之乱以及贵妃缢于马嵬驿的结局，都有其姿

色的因素贯穿其中。这是广义史观的观点。

但事实是，唐朝以丰腴为美，北方尤甚，

这一点，大把的宫廷仕女图可以作证。而贵

妃好红妆，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上

曾记载，“贵妃每至夏日⋯⋯每有汗出，红腻

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

也。”换句话说，仅从史实来看，倾国倾城的

贵妃娘娘，在今天看来，不过就是一个浓妆

艳抹的胖子，而且一出汗就掉妆。

如果真的作此判断，那便是狭义史观了。

按照这一思路，安史之乱中三位男女主角错

综复杂的关系，怕也和“爱江山还是爱美人”

搭不上关系了，而是两个大权在握、嫌美爱丑

的男人和一个外在不一定美、内在尚不知的

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绝对狗血至极。

为什么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女人，经过历

史的描绘，会变成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是历史学家都疯了吗？显然不是。

以今天的审美来看，杨贵妃的容貌不过

尔尔。但在她所生活的年代，她确是美女，而

且美到祸国殃民。究其根本，不是她长了一

张有争议的脸，而是时代在变，审美也在变。

或者说，她的美，只是唐代审美的历史符号，

不代表更早的过去，更不代表今天或者未

来。指望她美得纵贯古今，确实是难为她了。

这就是广义史观告诉我们的道理。

木兰也是如此。放在女人能顶半边天

的当代，木兰充其量也就是个女汉子。可

放在古代，就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了，

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也没出几位，除了杨

门女将等等，也只有木兰了，无怪乎史称

其不让须眉。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史观的两

个维度。是“就古论古”而后“以古鉴今”，还

是“以今度古”，高下立判。

历史的车轮自有其前行的轨迹，身处其

中的人也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我们真正应

当追寻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基于当下的

结论，而应该是基于历史背景给出的客观判

断。在历史的洪流中，行他人所不能成之事，

即是能者；想他人所不能想之事，即是智者；

破他人不敢触之樊笼，即是勇者。他们都是

历史的推动者、书写者，值得更客观的评价，

当 得 起 我 们

更多的尊重。

木兰，你

冤，我知道。

让我们走进宝岛台湾的台北孙中山
纪念馆，去了解一桩关于孙中山先生

“设计辛亥革命纪念邮票”的鲜为人知
的 史 实 ， 并 欣 赏 该 馆 的 “ 镇 馆 之
宝”——两枚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
辛亥革命纪念邮票。

1912 年元月 1 日，南京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成立,随即决定发行纪念辛亥
革命的“中华民国”邮票。从 《孙中山
日记》 中知悉，孙中山亲自参与邮票的
设计，他在日记本上进行了设计工作。
后来在邮票设计方案讨论会上,大家通
过了他的方案，即：首次发行的邮票为
两枚，一枚为纪念邮票(孙中山日记上
将其称为“特别邮票”),另一枚为普通
邮票 （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平常邮
票”）。会后，所有会议出席者在该页
日记的反面签名，孙中山将此页日记撕
下，交秘书唐文照办理。

这两枚邮票，其一是正方形、翠绿
色的纪念邮票，入票主图为孙中山总统
人头像，并有“中华民国元年”汉字和

“Republique Chinois”（中 华 民 国）
的法文(法文是万国邮联约定的公用文
种)，像的左右两侧是“光复纪念”四
字，面值三分；另一枚是正方形、褚石
色的邮票，入票主图为飞机图，以及

“ 中 华 民 国 邮 政 ” 文 字 和 “Repub-
lique Chinois”的法文，面值五角。
总统像纪念票和飞机图普通票，当时都
有试制样票。样票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
制的，采用凹版母模直接印在道林纸
上，不打齿孔，四周留有较宽的白边。

为什么孙中山要以“飞机”作为第
二枚邮票的主图呢？研究者的共识是，
这反映了他的科学救国思想。孙中山向
往振兴实业和发展科学。二十世纪初，
一般人只知飞船、飞艇，飞机还很少见
到。孙中山把象征科学文明的飞机图印
在邮票上，使这个新事物能为民众所
知，从而激励人民掌握科学技术，振兴
中华民族。

其实，以飞机作为这枚邮票主图，
还与孙中山特别喜欢飞机有关，有史实
为证。1924 年 7 月，孙中山与宋庆龄
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当时建立的
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其负责人、航空
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
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
飞机。它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
个座位，没有舱盖。那一天，这架飞机
进行试飞，杨仙逸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
到场观看。试飞后，宋庆龄坐在机舱内
摄影留念。孙中山便建议将这架飞机命
名为“洛士文”号，这是宋庆龄的英文
名字。这张宋庆龄坐在机舱内的照片很
快便发表在报纸上，反响强烈。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风云突变,由于
袁世凯篡政窃国,大总统易位,致使这两
枚邮票只有样票，未能正式发行，也
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从早期文献资料中
可查到相关文字记载，但是都没原图刊
登。数十年来，海内外几代收藏家都未
放弃过搜寻，这套未发行的邮票就成了
寻无觅处的稀罕奇珍。后来，在台北孙
中山纪念馆密藏的中山堂历史档案中，
人们找到了这组珍邮，并对外展出。于
是，在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物什中，又
增添了这两枚邮票；而孙中山先生，也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亲自设计邮票的国
家元首。

辛亥革命纪念邮票

孙中山的飞机梦

□ 江志伟

木兰，我知道你冤
□ 韩 叙

多种文化背景的人多一些交流，学会尊重差异、尊重他人，学会合作，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十分珍贵——

当 青 春 遇 上 远 方当 青 春 遇 上 远 方
□ 熊 丽

孙中山设计的邮票 江 苹摄

于震京用网兜从河里捞起一些浮游植
物，凑近脸盯着瞧了好一会儿，然后倒进准
备好的盒子里。“Jerry，北京也有这样的虫
子吗？”一旁的澳大利亚同学问。“不，我们在
地理课上，一般不做这种实验。我们的情况
是不同的。”停了一会儿，他解释说，“你知道
的，北京在北半球，这儿是南半球。”

不同的不仅是虫子，还有教育理念。
来自北京市八一学校的高中生于震京

今年 17 岁，这是他在澳大利亚互换生活的
第 3 天。在中央电视台今年暑期推出的这
档中外教育互换真人秀节目《青春季》中，和
他一样，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各 4 名中学
生，互相到对方国家生活半个月，体验不同
的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直面真实的文化
冲击和各种不可预知的艰难挑战。

中外教育“对对碰”

生活互换类的教育真人秀，此前并不鲜
见。比如湖南卫视的《变形计》，就引发了人
们对城乡文化差异的思考。《青春季》关注
的，则是中外教育差异这一热门话题。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林妙可、北京
市十五中的裴梓原、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的尚思乔以及于震京，4 个孩子中最小
的 16 岁，最大的也只有 18 岁。“这一代孩子，
可能从小吃的东西、玩的游戏、看的电影、用
的电子产品，掌握的信息已经和西方的许多
国家别无二致。可能他未来的生活，工作，
也不仅仅是局限在中国大陆之内，而是更大
的一个国际性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
拍这样的片子显得更有价值。”央视财经频
道总监齐竹泉将 8 个孩子称为被“投放”到
异国的中学生，他们的表现似乎被赋予了更
多的样本意义。

担任校学生会干部的于震京有“学霸+
体霸”之称，他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同样令当
地老师同学“震惊”，而悉尼纳罗宾体育中学
独特的数学课也令他印象深刻——数学老
师为了讲解什么是抛物线，把同学们带到操
场上扔东西，进行直观体会。

来自澳大利亚莫斯曼中学的 Lexie是第
二次来到中国，但在深入地感受了中国的家
庭和学校生活之后，却让她有些难以适应
——中国中学生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起床，一
天要上八节课，学习那么多知识。“在我们学
校，每天一般只有四节课，有时只有一节课，
上午没课时还可以睡到十点钟。”据了解，在
澳大利亚式课堂上，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喜
好选修课程，上课没有固定教师，没有固定
座位，一个班一般只有十多个孩子。

北京八一学校副校长王华蓓说，作为教
育工作者也在思考：如何在课改的背景下，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仅仅是自由
开放，是不是适合未来教育的发展，怎样能
够让自由的选择和扎实的基础教育相结合？

而在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的差异也
令中国学生有别样感受。裴梓原寄住在澳大
利亚的一个五口之家，因为个性独立、性格开
朗、英语流利，很快就和家里的 3个孩子成为
了好朋友。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澳大利亚
家庭的亲子关系。“我们吵架的时候常常发泄

似的大声嚷嚷，但他们很多事情都商量着来，
孩子在家里非常自由，而且从这种自由里大
家都感觉到了快乐。”相比之下，她觉得中国
的家长似乎更喜欢管孩子，爱操心。

裴梓原在回国后将这些想法与母亲陈
瑾进行了交流，对母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
见——我有困难我会求助于你，如果没有的
话，请让我自己做。“我们做家长的，总怕孩
子在大方向上有偏差。不过她已经长大了，
我对她还是挺有信心的。”陈瑾说。

中外教育理念到底孰优孰劣，争议常
有，难有定论。近年来，在对西方快乐教育
的“仰视”中，严厉的中式教育似乎且战且
退，但其坚定支持者并未退缩。几年前的

“中国虎妈”蔡美儿声震美国，她认为严厉的
中式家教比宽松的西式教育优越，魔鬼式的
训练是成功的关键。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虎
妈猫爸》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一篇被广
泛转载的《海外华人看虎妈猫爸》的文章中，
一位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在美工作 4 年的
妈妈看了此剧后称，“感谢国内教育的狠”。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与文化传
统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认
识发掘本国优秀的教育传统，也要积极吸纳
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从广泛交流中受益。

青春在蜕变中成长

青春，是个不断叩问和塑造自我的过
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首席专家

孙云晓说，青少年是在体验中长大的。我们
身处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个开放的世界，
多种文化背景的人多一些交流，学会尊重差
异、尊重他人，学会合作，对于成长来说十分
珍贵，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

不同文化的冲撞带来了对自我的重新
认知。在节目中，学生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
外，还要完成各项大大小小的任务。裴梓原
需要办一场与澳大利亚有关的画展，而且要
求采用多种美术形式，其中有些她并不擅
长。因为画展与学生坐班车回家的时间冲
突，来看的人不太多。裴梓原觉得自己是代
表中国去的，画得不好，“有点丢脸”。她说，

“从一开始的对节目不理解到后来明白学习
永无止境，所有磨炼都会让我进步。”

成长令人欣喜，蜕变中的痛苦同样值得
关注。现实中，众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低龄
留学生遭遇的实际困难，比裴梓原他们在有
限的节目时间内遇到的更多更难。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和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近年来出
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由中国社
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
库发布的《2014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已连续 5 年成为美国最大留学生源国，
同时，中国留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
趋势：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
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群体。2013 年在美就
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超 3 万人，这一数据 10
年内增加了 60 倍。自 2007—2014 年，加拿
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集中了 90%以上

的中国高中留学生。
作为曾经的高中出国留学生，广东白领

万新亮告诉记者，十几年前自己第一次走出
国门就是去留学，当时可以说是“两眼一抹
黑”。当最初的新奇感退去，身处一个陌生
的环境中，没有家人朋友、语言的不适应、文
化的冲突，都令年少的身心倍感孤独。从寄
宿家庭到学校宿舍再到自己租房，这是一个
痛苦磨合的过程。“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我才
真正走出去融入当地社会。”

在万新亮看来，这些冲突几乎是普遍存
在的，只是在强弱程度和个人的适应能力上
会有所不同。他建议，对于那些计划出国的
中学生来说，在作出留学决定前，可以通过
一些交流活动或海外夏令营活动进行提前
体验和考察，建立对国外人文社会环境的初
步认识，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出国独立学习
和生活，让理性留学代替盲目跟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
教授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央，
人们在不断地打量着中国的形象和未来，中
国人自己也在不断反思。这种打量，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孩子来判断和估量的。由此，我
们应该尽可能为孩子提供开阔眼界、体验生
活的机会，让他们在更广茂的环境中成长。


